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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快速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铁建设对于城市劳动生产率发挥着

重要影响。高铁服务供给不仅提高了人口集聚的边际效益，而且有利于增强综合交
通运输能力。本文首先就高铁建设如何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进行理论探讨，接着通
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探讨高铁服务供给对不同区域和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

的异质性影响，最后基于人口集聚和公共交通的视角，来实证研究高铁服务供给对
城市劳动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
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服务业劳动

生产率的影响最大，对农业则无显著影响。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当城市人口
密度超过边际门槛，每万人中公交汽电数在一定范围时，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

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将得到更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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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apid transportation network，the construction of
high-speed railway ( HSＲ)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rban labor productivity． The supply
of HSＲ services not only increases the marginal benefit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but
also helps to enhance the capability of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Firstly， this paper
conducts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bout how HSＲ construction affects urban labor
productivity，and then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ity of HSＲ service supply on
labor productiv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industries through construct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Finall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an empirically study of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HSＲ service supply on urban
labor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pply of HSＲ services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urban labor productivity，particular in western region． The HSＲ
service supply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labor productivity of urban service industries，but
which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agriculture． The test results of threshold effect show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HSＲ service supply on urban labor productivity will be better
brought into play，when the urban population density exceeds the marginal threshold，and
the number of public transport steam and electricity per 10000 people is within a certain
range．
Keywords: high-speed rail service; labor productivity;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transportation equity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其中发挥着

重要影响。2020年 8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出台 《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
纲要》，为中国铁路未来 30年的发展勾画出崭新的蓝图。事实上，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

高速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交通运输部发布的 《2019 年交通运输行业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末中国高铁营运里程已达 3. 5 万公里，并承载着接近 70%的
铁路乘客。日益完善的高铁网络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而且促进了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

进而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的生产率［1］。

当前，已有许多研究就高铁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包括经
济增长［2］、劳动力就业［3］、交通可达性［4］、空间格局［5］等方面，但多使用虚拟变量来衡量
高铁开通的影响，缺乏对高铁服务供给水平的考察。此外，高铁服务对不同产业生产率是否
有积极影响也不清楚。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高铁扩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促进人口
集聚和扩大综合交通运输能力方面，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存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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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效应”? 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合理评估高铁建设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与此同时，随着高铁建设的不断推进，研究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同样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城市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
别是在发达国家，完善的交通运输能力有利于提高城市地区的经济效率［6］。另一方面，高
铁的大规模扩建也会对航空、公路等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形成替代和竞争效应，超前的基础设
施开发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供需结构的错配，并最终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负面影
响［7］。有鉴于此，有必要深入研究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路径及其门槛效
应，从而为未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高铁服务供给带来的可达性效益，它是指以劳动力要素

的最小投入获得最大经济产出的结果。塞维罗 ( Cervero) 认为空间结构紧凑、可达性好的
区域经济效率更高［8］。德雷南 ( Drennan) 和布雷彻 ( Brecher) 认为在考虑了通常的供求因
素后，如果一个城市地区的生产率或工资高于其他地区，那么效率的提高可能归因于集聚经
济的存在［9］。许多研究试图探讨集聚经济形成的原因，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通常被认为是
关键因素之一［10］。例如，冯山等认为城市之间的邻近性可以有效地促进集聚经济的形成，

而高铁开通将有助于加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这对于城市生产率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11］。

大多数学者认为，高铁对城市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存在着较大差异，原因在于就运输成
本而言，不同行业对它的敏感程度迥异［12］。一方面，服务业、旅游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对
人员和信息流动的依赖性更强，对高铁更敏感［13－14］。这些行业的企业更多地聚集在已开通
高铁的城市，以获得更便捷的服务，从而提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产业的空间布局
也会受到高铁站点选址的潜在影响，一些学者也利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15］。

孙学涛等认为由于高铁站的建设需要占据大量的土地，当生产要素沿着高铁线路从农业向制
造业和服务业集聚的时候，高铁服务会对农业发展产生负向影响［16］。因此，在研究高铁建
设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时，需要考虑高铁建设对不同产业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H1: 高铁服务供给能够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产业异质性。

需要注意的是，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是不确定的。首先，

新开发的高铁系统很可能带来新的出行需求，当高铁项目完成后，沿线地区受益于可达性的
显著改善。其次，高铁是典型的轨道交通，需要合理的网络来提供运输服务。为了促进集聚
经济的增长，高铁系统必须形成一定的网络规模和频率。高铁运营频率越高，可能会对区域
内其他交通方式的需求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系统的效率。因此，在评估高铁扩建的
经济影响时，必须考虑“门槛特征”，这涉及效率和公平问题 ( 见图 1) 。

其一，许多学者研究发现，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倒 “U”型关系，

这是因为适度的人口密度将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而人口的过度集聚也会带来拥挤效应，

进而对城市劳动生产率造成负面影响［17］。王鹏和莫珂迪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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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绘制。

于促进城市间的要素流动，提升人口集聚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效益［18］。卡斯泰尔－昆

塔纳 ( Castells-Quintana) 也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了人员流动的效率，进而在某种程度上

缓解了因人口过度集聚而导致的拥挤效应［19］。由此可见，高铁服务能够有效促进劳动力流

动和知识溢出，但需要匹配足够的人口密度。不匹配人口容量的低密度开发将对城市生产效

率造成消极影响［20］。换句话说，只有当城市人口密度超过一定阈值后，高铁服务的便利性

优势才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其二，交通公平的概念涉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分配和布局，在规划高铁线路时，需要

充分匹配城市公共交通的通达性［6］。事实上，高铁在中国的建设和站点设置并不完全是经

济驱动的事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间往往预先展开竞争［21］。此外，超前的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容易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在高铁的初始运营阶段，可达性和连接性的影响

可能会受到限制，因为服务频率较低，而且新车站周围缺乏配套的公共交通［22］。为了打造
“高铁新城”，一些城市往往将高铁站点设置在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地方，在公共交通与高

铁站点接驳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显然增加了人们的通勤时间和成本，并且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城市整体空间布局的分散。因此，制定合理的公共交通运输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高铁网络的发展可能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对于人口密度较高、

公共交通通达性较好的城市而言，高铁的正向影响更大。

鉴于高铁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有助于未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规划，上述研究假设值

得思考。因此，本文基于 2007—2017年中国 20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

重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来实证研究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1． 模型设定

借鉴郝伟伟等人的做法［23］，本文在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探讨高铁服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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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模型形式如下:
Yit = AKm

it L
n
it ( 1)

其中，Yit、Kit、Lit 分别表示城市 i在 t年的总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将这三个变
量转换成人均单位的形式，则有:

LPit = A( zit ) k
m
it l

n－1
it ( 2)

其中，LPit 表示城市 i在 t年的产出效率，本文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 kit 和 lit 表示人均资
本投入和人均劳动投入，分别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衡量，A( zit ) 是希克斯乘数，反映外
部的集聚收益，括号中的 zit 代表影响 LPit 的变量，包括高铁服务供给因素的影响，对上式
取对数可得基准回归模型:

lnLPit = α0 + α1 lnkit + α2 lnlit + βlnHSＲFit + δXit + μi + ηt + εit ( 3)

其中，LPit 为城市 i为 t年的劳动生产率，HSＲFit 为各城市的高铁服务频次。参数 β表示
平均处理效应，即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效应。Xit 为其他控制变量，μi 为
城市的固定效应、ηt 为时间效应，ε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根据假设 2，本文将城市人口密度和公共交通通达性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高铁服
务供给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借鉴汉森 ( Hansen) 的研究设计［24］，构建如下的
模型:

lnLPit = α0 + α1 lnkit + α2 lnlit + β1HSＲFit( POPDit ≤ γ1 ) +

β2HSＲFit( POPDit ＞ γ1 ) + δXit + μi + ηt + εit ( 4)
lnLPit = α0 + α1 lnkit + α2 lnlit + β1HSＲFit( CAＲit ≤ γ1 ) +

β2HSＲFit( CAＲit ＞ γ1 ) + δXit + μi + ηt + εit ( 5)

式 ( 4) 和式 ( 5) 分别表示人口密度与公共交通的单一门槛模型，其中 POPDit 和
CAＲit 分别表示城市 i在 t年的人口密度和公共交通通达性，γ1 为相应的单一门槛值。考虑
到它们与城市劳动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关系，进而导致模型估计的内生性问题，

因而仅将这两个变量作为门槛变量，而不是直接加入到回归模型当中［25］。系数 β1、β2 用于
衡量高铁服务供给水平 ( HSＲFit ) 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具体分析中，考虑到可能存
在两个门槛的情形，上述模型可进一步拓展成:
lnLPit = α0 + α1 lnkit + α2 lnlit + β1HSＲFit( POPDit ≤ γ1 ) + β2HSＲFit( γ1 ＜ POPDit ≤ γ2 ) +

β3HSＲFit( POPDit ＞ γ2 ) + δXit + μi + ηt + εit ( 6)
lnLPit = α0 + α1 lnkit + α2 lnlit + β1HSＲFit( CAＲit ≤ γ1 ) + β2HSＲFit( γ1 ＜ CAＲit ≤ γ2 ) +

β3HSＲFit( CAＲit ＞ γ2 ) + δXit + μi + ηt + εit ( 7)

以上两个式子分别表示人口密度与公共交通的双重门槛模型，γ1、γ2 为对应的一阶、

二阶门槛值，其他变量的含义同上。特别地，门槛模型的选择将通过 LＲ检验来判断［25］。
2． 变量选取
( 1) 被解释变量: 借鉴王鹏和莫珂迪的研究设计［18］，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全社会从

业人员数的比值来反映城市劳动生产率 ( LP) ; 为了更好地观察高铁服务供给的产业异质性
影响，我们还分别计算出农业劳动生产率 ( LPA)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 LPM) 和服务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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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 ( LPS) ，这些指标为对应产业的 GDP 与其产业从业人员数的比值。
(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高铁服务供给水平 ( HSＲF) ，用城市中所有高

铁站的发车频次来表示，具体指经动车组相连的所有城市的总频次数量，不包括 “过站不

停车”的情形［26］。贾善铭等人认为一个城市的高铁服务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与外界

联系的便捷程度［27］。陈丰龙和王美昌指出，与设置虚拟变量来衡量高铁开通影响的方法相

比，高铁经停频次更能够反映高铁服务的实际发展水平［28］。

( 3) 门槛变量: 根据假设 2，选取人口密度和公共交通作为门槛变量，分别反映城市的

人口集聚状态和公共交通通达性。

( 4) 控制变量: 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很多，参考相关研究，本文引入人力资

本 ( l) 、物质资本 ( k ) 、外资开放度 ( FDI ) 、政府公共服务 ( GOV ) 和信息化水平
( POST) 五个控制变量，有关变量的具体说明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的选取及文献支撑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指标含义 文献支撑

被解释变量 劳动生产率 ( LP) 实际 GDP /全社会从业人员数 王鹏和莫珂迪［18］

核心解释变量 高铁服务供给 ( HSＲF) 高铁服务频次 贾善铭等［27］

门槛变量 人口密度 ( POPD) 全市人口 /行政面积 ( 人 /平方公里) 吴昊和赵阳［29］

公共交通 ( CAＲ) 每万人拥有公交汽 ( 电) 车 ( 辆) 刘修岩［30］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 ( l) 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 人 /万人) 李顺成和李喜演［31］

物质资本 ( k)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 元 /人) 徐明和刘金山［32］

外资开放度 ( FDI) 实际外商投资额占实际 GDP 比重 ( %) 王鹏和莫珂迪［18］

政府公共服务 ( GOV) 一般财政支出占城市实际 GDP 比重 ( %) 王鹏和莫珂迪［18］

信息化水平 ( POST)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 ( 元 /人) 吴昊和赵阳［29］

3．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研究年限范围为 2007—2017年，数据源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其中，

FDI数据用当年的年平均汇率进行换算。截至 2017 年底，共有 201 个地级市开通有动车组
( D字头) 、高速动车组 ( G字头) 和城际高速 ( C字头) 三类列车中的任意一种高速列车，

并且运营时速超过 200km /h。本文使用各城市的高铁服务频次来衡量高铁的服务频次水平
( 不包括“过站不停车”的情形) ，这里的频次并非指经停某城市的车次数，而是指经动车

组相连的所有城市的总频次数量。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相连的高铁频次越多，则反映该城市
的高铁服务水平越高，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越紧密。为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对相关绝对值变量

做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四、实证分析
1． 模型变量检验

本文样本属于短面板数据，不适用于 LLC检验，所以将使用 HT检验对面板数据平稳性

进行检验［33］。由检验结果的 t值可以看出 ( 见表 3) ，所有变量 HT检验的 t值均至少通过了

置信水平为 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拒绝原假设，即面板数据并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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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含义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劳动生产率 lnLP 12. 634 0. 414 10. 351 14. 396
农业劳动生产率 lnLPA 15. 231 1. 452 9. 360 19. 636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lnLPM 12. 714 0. 504 10. 458 14. 760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lnLPS 12. 356 0. 552 7. 592 14. 165
高铁服务频次 lnHSＲF 4. 131 2. 562 1. 386 8. 974
人口密度 lnPOPD 5. 935 0. 809 1. 573 7. 882
公共交通通达性 lnCAＲ 1. 925 0. 712 －1. 139 4. 705
人力资本 lnl 4. 739 1. 158 －2. 215 7. 179
物质资本 lnk 10. 085 0. 816 6. 865 12. 299
外资开放度 ( %) FDI 2. 235 1. 991 0. 007 13. 164
政府服务 ( %) GOV 15. 775 7. 033 4. 388 70. 144
信息化水平 lnPOST 4. 444 0. 915 1. 309 9. 280

表 3 面板数据变量的检验结果
变量含义 变量 平稳性检验 ( HT检验) 多重共线性检验 ( VIF值)

劳动生产率 lnLP －2. 482＊＊＊

高铁服务频次 lnHSＲF －11. 501＊＊＊ 2. 18
人力资本 lnl 5. 534＊＊＊ 1. 99
物质资本 lnk 6. 527＊＊ 1. 61
外资开放度 FDI －6. 415＊＊＊ 1. 55
政府服务 GOV －13. 689＊＊＊ 1. 20
信息化水平 lnPOST －14. 992＊＊＊ 1. 11

注: HT检验的原假设为: 面板中含有单位根。＊＊＊表示 1%水平上显著。

可进行进一步的面板模型回归。接着，考察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发现取值区间在
［1. 11，2. 18］之间，远小于最大容忍度 10，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2． 基准回归及内生性处理
首先，本文用高铁服务频次来反映高铁服务供给水平，来考察它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

响。根据式 ( 3) ，可得相应的基准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其中，模型 1 为混合 OLS 回归
结果，考虑到各城市的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且高铁建设在不同时期的进
程有所差异，因而在基准回归中进一步控制了个体和时间效应，其中，F 检验值为 19. 71，
Hausman 检验的卡方值为 1490. 45，说明固定效应的估计要优于混合 OLS 和随机效应。根据
模型 2的检验结果，高铁服务频次这一变量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每 1%高

铁服务供给的增加将会使城市劳动生产率提升约 0. 017%。这一发现与邵帅等人的研究相一
致，他们通过建立连续 DID模型来研究高铁对长三角区域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
服务供给对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呈正向关系［14］。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回归结果可能面临内生性问题的考验，这一问题的产生可能源于某
些不可观测但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也可能仅是源于反向因果关系。对此，采用工具变量
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为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相关文献通常采用具有历史特征的工具

变量［34－35］。考虑到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 ( 最早可追溯到 1984 年的数据) ，本节选择两个
历史特征变量，分别是各城市在 1984 年的人口密度 ( POPD1984) 和铁路客运量
( PPC1984) ，来作为高铁服务供给的工具变量。选择以上历史变量的理由是: 其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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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模型的全样本估计结果

变量 混合 OLS
模型 1

双重固定效应
模型 2

工具变量法 ( POPD1984)
模型 3

工具变量法 ( PPC1984)
模型 4

高铁服务频次 0. 013＊＊＊ 0. 017＊＊＊ 0. 050＊＊＊ 0. 157＊＊＊

( 3. 70) ( 5. 31) ( 4. 57) ( 7. 04)
人力资本 －0. 019＊＊＊ 0. 067＊＊＊ 0. 091＊＊＊ 0. 075＊＊＊

( －14. 14) ( 3. 42) ( 9. 65) ( 4. 79)
物质资本 0. 333＊＊＊ 0. 208＊＊＊ 0. 272＊＊＊ 0. 099＊＊)

( 26. 16) ( 16. 70) ( 14. 32) ( 2. 33)
外资开放度 －0. 705* 0. 039 －0. 276 0. 932

( －1. 82) ( 0. 10) ( －0. 61) ( 1. 26)
政府服务 －1. 279＊＊＊ 0. 580＊＊＊ 1. 507＊＊＊ 2. 307＊＊＊

( －12. 15) ( 3. 51) ( 11. 25) ( 8. 45)
信息化水平 －0. 027＊＊ －0. 005 －0. 059 －0. 061*

( －2. 54) ( －0. 51) ( －1. 69) ( －1. 85)
常数项 10. 084＊＊＊ 10. 081＊＊＊ 10. 604＊＊＊ 12. 431＊＊＊

( 95. 78) ( 89. 49) ( 66. 73) ( 30. 37)
识别不足检验 280. 254 57. 200
弱工具变量检验 380. 919 61. 501
一阶段回归结果 0. 835＊＊＊ 0. 437＊＊＊

( 19. 52) ( 7. 84)
一阶段 F统计值 309. 30 149. 88
N 2211 2211 2013 1496
Ｒ2 0. 367 0. 409 0. 315 0. 377
注: ＊＊＊、＊＊、*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识别不足检验为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弱

工具变量检验为 Cragg-Donald F统计量。

密度是衡量集聚经济的重要变量之一［18］，历史上的人口集聚情况和客运承载力是后期高速
铁路规划的重要参考依据，换句话说，一个地区是否提供高铁服务供给的其中一个客观因素
是该地区是否具有开通新的高铁线路的实际需求，而这一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由该地区的人
口集聚程度来表示。其二，本文研究年限为 2007—2017 年，相对于 1984 年的数据已滞后
20 年以上，足以确保工具变量与模型残差项不相关。此外，由于 1984 年的数据不随时间变
化，因此我们将这些数据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的乘积作为
工具变量加入回归方程之中。

表 4中的模型 3和模型 4 给出了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及有效性检验。在回归第一阶
段，将高铁服务供给水平作为因变量，将工具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发现两个工
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均具有正向显著性，因而它们满足相关性要求。其次，两
个工具变量均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表明所选取工具变量的适用性。其他
部分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与混合 OLS 和双重
固定效应的检验结果相一致，模型 3和模型 4中高铁服务频次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
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确有促进作用。

根据模型 3的估计结果，每 1%高铁服务供给的增加将会促进城市劳动生产率提升约
0. 05%，这一系数值高于模型 2中的估计值，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高铁建设的估计
系数有所提高，该发现与刘勇政和李岩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6］。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政府服务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它们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均发挥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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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向影响，政府服务这一变量反映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财政干预程度，事实上，无论是城

市群的交通规划还是产业规划，中国政府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设计者角色。此外，外资开放

度和信息化水平的系数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表明这些因素对城市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的

提升作用。

3． 分组回归

前面测得的劳动生产率是针对全样本城市，下面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分

析高铁服务供给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如表 5 所示。模型 5—7给

出不同地区的分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

区域异质性。对于交通基础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地区城市来说，高铁服务频次这一变量的系

数值要略微大些 ( 0. 059) ，说明其对西部地区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大，而对中部、东

部地区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次之。这一发现与阿扎里亚迪斯 ( Azariadis) 的研究结论

相一致，他们认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当不断加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实施优惠政策来吸

引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产业的空间集聚，进而提高当地的劳动生产率［37］。

表 5 分组检验结果

变量
分地区估计 分产业估计

东部城市 中部城市 西部城市 农业劳动生产率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高铁服务频次 0. 045＊＊＊ 0. 053＊＊＊ 0. 059＊＊＊ －0. 011 0. 065＊＊＊ 0. 069＊＊＊

( 5. 23) ( 3. 60) ( 2. 97) ( －0. 85) ( 14. 32) ( 5. 81)
人力资本 0. 088＊＊＊ 0. 074＊＊＊ 0. 112＊＊＊ 0. 162＊＊＊) 0. 102＊＊＊ 0. 055＊＊＊

( 5. 24) ( 4. 34) ( 7. 41) ( 3. 34) ( 8. 92) ( 6. 40)
物质资本 0. 123＊＊＊ 0. 322＊＊＊ 0. 304＊＊＊ －0. 154 0. 351＊＊＊ 0. 270＊＊＊

( 3. 67) ( 9. 96) ( 8. 81) ( －1. 57) ( 15. 54) ( 11. 64)
外资开放度 1. 652* 1. 245 －1. 204* －0. 580 －0. 921* 1. 253＊＊

外资开放度 ( 1. 94) ( 1. 39) ( －1. 75) ( －0. 26) ( －1. 76) ( 2. 56)
政府服务 2. 166＊＊＊ 0. 896＊＊＊ 1. 371＊＊＊ 6. 962＊＊＊ 0. 568＊＊＊ 2. 533＊＊＊

( 6. 26) ( 2. 96) ( 7. 76) ( 7. 82) ( 3. 30) ( 14. 71)
信息化水平 0. 062 －0. 068＊＊ －0. 099 －0. 842＊＊＊ 0. 108＊＊＊ 0. 109＊＊＊

( 1. 42) ( －2. 24) ( －1. 17) ( －11. 48) ( 5. 42) ( 7. 09)
常数项 11. 988＊＊＊ 9. 950＊＊＊ 10. 570＊＊＊ 19. 159＊＊＊ 10. 276＊＊＊ 9. 483＊＊＊

( 41. 23) ( 34. 49) ( 36. 74) ( 22. 25) ( 52. 59) ( 48. 19)
N 847 759 407 2013 2013 2013
Ｒ2 0. 026 0. 365 0. 396 0. 439 0. 157 0. 568
注: 同表 4的模型 3，这里使用各城市在 1984 年的人口密度来作为高铁服务供给的工具变量。

接着，考察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中不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差异。根据模型 8—10

的检验结果，高铁服务供给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均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并且对后者的影响略大，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不具有显著性。这一发现与乔彬等

人的研究结论相类似，他们基于中国高铁大规模建设的典型事实，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有

效地释放了当地市场潜力，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并提高了制造业部门的

生产率［38］。

4．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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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上述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模型 11

剔除中心城市
模型 12

动态面板估计
模型 13

高铁停靠车次 0. 060＊＊＊

( 4. 58)
劳动生产率滞后项 0. 666＊＊＊

( 21. 19)
高铁服务频次 0. 063＊＊＊ 0. 012＊＊＊

( 4. 49) ( 3. 70)
人力资本 0. 095＊＊＊ 0. 031＊＊ 0. 043*

( 10. 27) ( 2. 57) ( 1. 89)
物质资本 0. 271＊＊＊ 0. 254＊＊＊ 0. 005

( 14. 21) ( 12. 56) ( 0. 33)
外资开放度 －0. 359 －0. 263 －1. 074＊＊

( －0. 81) ( －0. 50) ( －2. 06)
政府服务 1. 473＊＊＊ 1. 373＊＊＊ 0. 229

( 11. 07) ( 10. 09) ( 1. 27)
信息化水平 －0. 067＊＊＊ －0. 070＊＊＊ 0. 039＊＊＊

( －3. 90) ( －4. 06) ( 3. 94)
常数项 10. 726＊＊＊ 10. 549＊＊＊ 4. 261＊＊＊

( 59. 61) ( 64. 10) ( 12. 45)
AＲ ( 1) 0. 023
AＲ ( 2) 0. 958
Sargan检验 P值 0. 768
N 2013 1705 2010
注: 采用系统 GMM方法进行估计; 其中 AＲ检验用来判定模型的残差序列

是否存在自相关，Sargan检验用来判定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其他同表 3。

( 1) 更换解释变量: 在
基准模型的估计中，我们使用
高铁服务频次作为解释变量，

下面将各城市的高铁停靠车次
作为替代变量，来反映各城市
高铁服务供给水平。以武汉市
为例，2017年平均每天有 630

趟高铁列车在该城市经停，则
高铁停靠车次为 630，以这些
车次经停的城市数量为计数依
据，通过加总可得该城市的高
铁服务频次为 6389。表 6 中
的模型 11 展示了全样本下工
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从中可
以看出，高铁停靠车次这一变
量的系数呈现正向且显著，高
铁车次数量每增加 1%，城市
劳动生产率将提高 0. 06%。

( 2) 剔除中心城市: 事
实上，中国政府在制定高速铁路的线路规划时，往往优先开通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与周边城
市的高铁连接线路，这是因为这些城市往往是省域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人口流动频繁。

然而，高铁开通导致了核心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生产资源的重新配置［14］。为减轻样本异质
性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将全样本中的中心城市剔除，并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
效应，再次利用工具变量法来估计模型。表 6 中的模型 12 给出了子样本检验的结果，这里
缺少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及省会城市。从中可以看出，高铁服务频次的系数
仍然显著为正 ( 0. 063) 。对比表 4中模型 3的高铁服务频次系数 ( 0. 050) 可以发现，在不
考虑中心城市的情况下，高铁服务供给的影响系数有较小程度的提高，说明其对中小城市劳
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大。

( 3) 动态面板估计: 考虑到现阶段劳动生产率可能受到过去因素的影响，借鉴刘勇政
和李岩的做法［36］，考察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对此，李彦等人认为高铁建设对已开通
高铁城市的影响时滞约为 1年，即影响时段不只是当期的［39］。因此，本文在式 ( 3) 的基础
上，加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并进行广义矩 ( GMM) 估计，最终得到的动态面板方
程如下:

lnLPit = α0 + α1 lnkit + α2 lnlit + βlnHSＲFit + clnLPi( t－1) + δXit + μi + ηt + εit ( 8)

式 ( 8) 中，LPi( t －1) 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HSＲFit为各城市的高铁服务频次，控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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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Xit 的设置不变，时间范围同样从 2007—2017年，其他变量的含义和处理方法同式 ( 3) 。

根据模型 13估计结果，高铁服务频次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与静态面板模型
的估计结果相一致，说明高铁服务供给能够对城市劳动生产率发挥出显著的正向影响。由
AＲ估计量和 Sargan 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可知，式 ( 8) 建立的动态模型是合理的①。由此表
明，前面的实证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进一步讨论: 门槛效应检验
根据前面的假设 2，下面进行门槛效应检验。首先，利用似然比检验来确定门槛值的个

数，如图 2所示，其中图 2a、2b为全样本似然比函数图像，为进行对比分析，图 2c、2d 给
出了剔除中心城市的子样本似然比函数图像。以图 2a为例，其中虚线为 LＲ 值在 5% 显著水
平下的临界值，虚线以下的区域构成门槛值的 95% 置信区间。在有效置信区间内，LＲ统计

图 2 门槛值检验的似然比函数图像
说明: 通过 Stata 15. 0软件绘制。

量接近于零，接受了单一门槛估计值等于真实值的原假设，故模型存在单一门槛，门槛值等
于 764. 05。同理可得图 2c中存在单一门槛，图 2b、2d中存在双重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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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进行门槛值的真实性检验，结果如表 7所示。其中，模型 14和模型 15的结果表

明，F统计量在 5%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这些模型确实存在门槛效应。具体来说，

人口密度的门槛估计值为 764. 05，其 95%的置信区间为 ［759. 79，768. 01］，公共交通的门

槛估计值分别为 2. 81 与 15. 08，其对应的 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2. 64，2. 85］ 和
［14. 822，15. 290］。因此，对模型 14 采用单门槛回归模型，对模型 15 采用双门槛回归模

型。同理可得，模型 16、模型 17分别采用单门槛模型、双门槛模型。

表 7 门槛值的真实性和显著性检验

样本 模型 门槛指标 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 原假设
F统计量
( P 值) 检验结论

全样本 模型 14 人口密度 无门槛 101. 34 ( 0. 00) 拒绝原假设
764. 050 ［759. 790，768. 010］ 一个门槛 34. 61 ( 0. 11) 接受原假设

模型 15 公共交通 无门槛 29. 05 ( 0. 05) 拒绝原假设
2. 813 ［2. 640，2. 850］ 一个门槛 29. 14 ( 0. 03) 拒绝原假设
15. 080 ［14. 822，15. 290］ 两个门槛 14. 53 ( 0. 50) 接受原假设

剔除中心城市 模型 16 人口密度 无门槛 152. 24 ( 0. 00) 拒绝原假设
763. 640 ［759. 790，767. 780］ 一个门槛 22. 16 ( 0. 32) 接受原假设

模型 17 公共交通 无门槛 35. 54 ( 0. 03) 拒绝原假设
3. 060 ［2. 775，3. 090］ 一个门槛 28. 49 ( 0. 01) 拒绝原假设
14. 960 ［14. 545，15. 190］ 两个门槛 11. 60 ( 0. 69) 接受原假设

注: 以上门限变量的三重门槛检验都不显著，为节省篇幅，并未列出; 本文采用自举法的抽样次数为 300次。

基于上述分析，得出模型 14至模型 17对应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如表 8所示。模型 14

的结果表明，当人口密度超过 764. 05 的阈值时，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影

响将从 0. 022提高至 0. 03，提高幅度约为 36. 4%，并在 1%的水平下显著。换句话说，如果

每平方公里聚集超过 764人时，高铁服务的要素流动优势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因而对

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大。模型 15 的结果表明，当每万人中拥有公交汽 ( 电 ) 车
( CAＲ ) 低于 3辆时，高铁服务供给不能有效地发挥出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当
CAＲ处于 ［3，15］的区间内时，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 当 CAＲ

大于 15辆时，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将从 0. 021下降至 0. 005，这反映

了公共交通对高铁服务的挤出效应。当城市公共交通的通达性处于一定区间时，其与高铁交

通的接驳性能达到最优，但当其突破一定门槛时，公共交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会有所

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对此，张雪薇和

宗刚在探讨高铁开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认为应当考虑高速公路、公共交通等其他交通

基础设施的影响，否则可能会高估高铁建设的经济效应［40］。陈振华等人分析了交通可达性

对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研究发现铁路提速对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有限，

原因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相对饱和的程度［41］。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模型 16 和模

型 17给出了去除中心城市后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高铁服务供给这一变量的估计

系数与全样本下的估计系数方向相一致，由此说明上述估计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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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彦，等: 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表 8 门槛效应的估计结果

变量
门槛变量: 人口密度

模型 14 模型 16
变量

门槛变量: 公共交通
模型 15 模型 17

高铁服务频次 0. 022＊＊＊ 0. 026＊＊＊ 高铁服务频次 0. 003 0. 002
( popd≤γ1 ) ( 6. 96) ( 7. 81) ( popd≤γ1 ) ( 0. 67) ( 0. 42)
高铁服务频次) 0. 030＊＊＊ 0. 036＊＊＊ 高铁服务频次 0. 021＊＊＊ 0. 024＊＊＊

( popd﹥ γ1 ) ( 4. 54) ( 6. 37) ( popd≤γ2 ) ( 6. 70) ( 7. 02)
高铁服务频次 0. 005＊＊ 0. 012＊＊

( popd＞γ2 ) ( 1. 90) ( 2. 25)
人力资本 0. 063＊＊＊ 0. 071＊＊＊ 人力资本 0. 068＊＊＊ 0. 074＊＊＊

( 3. 29) ( 3. 45) ( 3. 55) ( 3. 51)
物质资本 0. 210＊＊＊ 0. 212＊＊＊ 物质资本 0. 203＊＊＊ 0. 205＊＊＊

( 17. 25) ( 16. 50) ( 16. 50) ( 15. 53)
外资开放度 －0. 024 －0. 402 外资开放度 0. 055 －0. 200

( －0. 06) ( －0. 88) ( 0. 13) ( －0. 43)
政府服务 0. 487＊＊＊ 0. 411＊＊ 政府服务 0. 607＊＊＊ 0. 621＊＊＊

( 3. 02) ( 2. 45) ( 3. 71) ( 3. 63)
信息化水平 0. 013 －0. 005 信息化水平 0. 003 0. 020*

( 1. 28) ( －0. 44) ( 0. 29) ( 1. 65)
常数项 10. 039＊＊＊ 0. 026＊＊＊ 常数项 10. 083＊＊＊ 10. 191＊＊＊

( 91. 25) ( 7. 81) ( 90. 40) ( 86. 85)
门槛值 γ1 = 764. 05 γ1 = 763. 64 门槛值 γ1 = 2. 813; γ1 = 3. 060;

γ2 = 15. 080 γ2 = 14. 960
N 2211 1892 N 2211 1892
Ｒ2 0. 438 0. 447 Ｒ2 0. 425 0. 421

六、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

当前，我国已进入“高铁时代”，不断扩展的高铁网络不仅改善了人们的旅行方式，产

生时空压缩效应，而且对促进要素流动、增强综合交通运输能力等发挥着积极作用。此外，

城市本身的人口分布情况和公共交通发展水平也可能会对城市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因此，

有必要深入研究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本文基于集聚经济理论，探

讨高铁服务供给在对于城市劳动生产率中的影响路径，接着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模型，在解决

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高铁服务供给对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城市生产率的影响。

最后，基于人口集聚和交通公平的视角，来实证估计高铁服务供给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门

槛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 第一，高铁服务供给能够有效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并且人力资本、物

质资本和政府服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剔除中心城市的样本后，研究发现高铁服务

供给对中小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较大。第二，分地区来看，高铁服务供给对西部地区城市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高于中部、东部地区城市。第三，分产业来看，高铁服务供给对服

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大，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次之，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影响。第

四，根据全样本下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一方面，当人口密度超过 764 ( 人 /平方公里) 时，

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将增强 36. 4%。另一方面，以每万人中公交汽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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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数来表示城市公共交通水平，当该值介于 3—15之间时，高铁服务供给对城市劳动生产

率的正向作用最大。

2． 政策启示及展望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启示。

( 1) 充分发挥高铁服务的效率提升效应。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而城际高速铁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本文研究表明高铁服务供给能够有效提升城

市劳动生产率，特别是中小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因而未来在规划和建设城际高速铁路的过程

中，要特别注重加强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支线连接，努力让更多的中小城市嵌入到高铁网

络之中，从而共享高铁服务所带来的经济福利。

( 2) 不断促进高铁服务的均衡化供给。考虑到高铁服务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异质

性影响，地方政府在推进高铁建设的过程中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区域层面，要不断加大对

西部地区的高铁建设投资，通过减税、住房补贴等具体措施来吸引人才和资本的流入，努力

缩小不同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发展差距; 在产业层面，要注重借助高铁网络完成合理的产业布

局，不仅要促进高铁站点的服务业集聚，也要注重改善农业的生产和投资环境，进而促进三

次产业间的协调发展。

( 3) 重点关注高铁服务供给的门槛效应。基于人口集聚和公共交通的观察视角，本文

最后探讨了高铁服务供给影响城市劳动生产率的门槛效应，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今后基

础设施投资和交通网络规划提供重要的经验启示，从而实现各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例如，

地方政府可以加强高铁站与城市公共交通的多样化接驳，通过改善本地的营商环境来吸引重

点企业的进驻，铁路运营商也应当加强站点的信息化建设，通过优化换乘环境、加强人文关

怀来不断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从而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研究尚存在进一步的拓展空间。在研究对象方面，本文基于地级市

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在分析高铁服务供给对中小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忽略了对县级

市、县区乃至企业层面的考察。在指标设计方面，本文以高铁服务频次和高铁停靠车次两个

指标来反映城市整体的高铁服务供给水平，考虑到权重设置的复杂性，并未考虑城市内不同

站点的旅客流量、高铁站与市中心的距离等因素，未来有待全面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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